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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的生命自然观及其自由意蕴

冯溪屏　彭毅力

摘　要：《周易》追寻人的生命之根，用人的生命繁衍现象和性别角色关系类比自然万物的变化和运

行机理，又从这种运行机理中把握人伦的根据，形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自然观，由此奠立起整个意义

世界的基础，绽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这种生命自然观言说了人性与自然之性的同一，人们遵从自然

的行为，即是以自性为根据的自我发展，内蕴一种自由的趋向。自由意识源于人类劳动的创造性，根据不

同时代的生存状况而呈现出特殊的形式；《周易》在天人合一的生命自然观背景上绽现的自由趋向，对认

识人类自由思想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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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自然观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生命相通的意向，这种意向源于古代血族社会的初民们对种

的繁衍极度关注的生命意识；生殖崇拜即是这种生命意识的表现形式之一。人们将这种生命意识投射

于自然中，衍生出各种 “天”与 “人”的类比，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形成了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

民听”（《尚书·泰誓》）这类 “天人和德”、“天人合气”、“天人合性”等天人合一的学说。《周易》

最为系统地表达了这类意识现象，显现了一幅天人合一的世界图景，同时蕴含着一种对自由的理解方

式，成为百家争鸣的基础，中华文化生长的源泉。深度辨析 《周易》的生命自然观及其与自由观念的

内在关联，有助于把握中华文化传统中自由观念的特点，进而绽露人类自由意识内蕴的普适性与时代

性、民族性的辩证关系。

一、乾坤何为 《易》之门

《易经》的传承发展历经三 《易》：“（太卜）掌三 《易》之法：一曰 《连山》，二曰 《归藏》，三

曰 《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 （卦）皆六十四。”（《周礼春宫太卜》）《连山易》、《归藏易》相
继盛于夏、商两代，现文本均已失传。《周易》“本 （古）经”产生于商末周初，“十翼”有说系孔子

所撰，也有人认为是孔学后人所为，在此不拟详辨。 《周易》被 《汉书·艺文志》推尊为 “群经之

首”，自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墨、道等诸子百家，至唐、宋以后儒、佛、道各家的学术思想，都不同程

度地渊源于 《周易》的天人合一学说。

乾坤是把握 《周易》之要义的关键环节。“子曰：‘乾坤，其 《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

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周易系辞
下传》第６章）①乾卦坤卦，即天地、阴阳、刚柔，通过对乾坤两卦的领悟，可以把握住 《周易》义理

的根本，了解阴阳、刚柔变化的道理，体察天地创造万物的法则，贯通神奇光明的德性。可以说，整

个 《周易》的道理都蕴于乾卦、坤卦及其相互关系中：“乾坤，其易之鄈邪？乾坤成列，而 《易》立乎

① 本文中引用的 《周易》原文，凡不注明出处者，皆选自周振甫：《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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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 《易》。”（《周易系辞上传》第１２章）正像天地创造万物一样，《周易》
中所有的卦象，都可以从乾坤两卦交融变化中得出。

乾坤两卦的关系正是上古初民那种人与自然生命相通意向的典型显现。八卦或 《周易》中的六十

四卦，都由阴爻和阳爻以不同方式排列组合而成，其中坤卦纯阴爻，乾卦纯阳爻。阴爻和阳爻是对生

殖崇拜中性别差异的抽象化，因而，乾卦和坤卦在原始意义上是男、女性别的表征。《周易》把男女结

合创造生命的意识，也即对人的自身生产的意识泛化到整个自然的背景上，根据在劳动中对自然界各

种事物的认识，凭借人与自然生命相通的意向，得出了乾坤阴阳创造万物的世界图像。这种意识过程

大致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
传》第２章）

关于阳爻和阴爻在原始意义上是否为男女性别的表征问题，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爻的含义即是效

仿，乾卦为天，坤卦为地，“土”与 “地”同义，“土”在甲骨文中是女性生殖崇拜的标志；“土”与

“也”结合为 “地”，《说文》中亦解 “也”为 “女阴也”。坤卦纯阴爻，其仿效之 “阴”为 “女阴”，

应是无疑的。大概也因为是有古文字学的依据，所以，郭沫若明确地提出了男根女阴说：“八卦的根柢

我们很鲜明地可以看出是古代生殖器崇拜的孑遗。画一以像男根，分而为二以像女阴，所以由此而演

出男女、父母、阴阳、刚柔、天地的观念。”［１］另外，像顾颉刚、章太炎也有类似的看法。［２］黑格尔对于

阴爻阳爻的解释，也与此相近，只是在表述上明显地带有其思辨哲学的特点：阳爻阴爻 “那两个基本

的形象是一条直线 （─，阳）和一条平分作二段的直线 （－－，阴）：第一形象表示完善，父，男，一
元，和毕泰戈拉派所表示的相同，表示肯定。第二个形象的意义是不完善，母，女，二元，否定。这

些符号被高度尊敬，它们是一切事物的原则。”［３］（１２１）

当然，学术界对阴阳两爻最初所指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比较有影响的如绳结说、竹节说、奇数偶数

说、天地说，以及两汉刘向的蓍茎说。这些与男根女阴说迥异的观点，一方面仅偏执于历史上某些细

节性的活动，如结绳记事、占卜等，未能根据上古初民基本的生存关怀来理解问题。在上古初民社会

中，“氏族的全部力量，全部生活能力决定于它的成员数目。”［４］因此，人自身的生产受到极度的重视；

那时，物质生产也主要依赖自然力，人们随时期待着天地 （自然）对物质生活资料的 “生产”也像人

自身的生产一样生生不息，以保证人类 “种”的繁衍。黑格尔曾指出：“东方所强调的崇敬的往往是自

然界的普遍生命力，不是思想意识的精神性和威力而是生殖方面的创造力。”［５］另一方面，绳结说等观

点，也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住 《周易》的根本义理。其实，只要对 《周易》大传阐释本经的致思路向稍

作分析，就可以随处发现人自身生产的生理性活动是致思的元点，类推的起始，由此对男根女阴说以

及男女性别 （含社会性别）是乾坤两卦的原始所指的观点提供佐证。虽然后人对 《周易》的注解，尽

可能地避讳从男女之性方面进行阐释，但文本的原义还是一目了然的。另外，老子的 《道德经》崇尚

阴柔的思想倾向，同坤卦为首的 《归藏易》相类，而 《道德经》论阴阳的基本的致思路向，与 《周

易》大传也是一致的。所有这些，并非说明中国古代的性观念缺乏严肃性，恰恰相反，把夫妻的性生

活视为与天地造物同类，其神圣性自不必多言。正如 《归妹》卦的 《彖辞》所说：“《归妹》，天地之

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这种意识现象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内蕴

的人与自然之间生命相通的意向，甚至可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点；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即是由此

渐次开设的。所以，把握住乾坤或阳爻阴爻的原初所指，才能了解 《周易》所表达的哲学自然观的缘

起和厚重的社会历史积淀。同时，将这种自然观称之为生命自然观，比之有机自然观的概念［６］还更能

显现其 “生成论”的内涵。

二、生生之谓易

“易”，上为日，下为月，日阳月阴，阴阳结合产生变易。但这种变易即为生命之象：阳为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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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为男，阴为坤、为地、为女，阴阳结合，相摩相荡，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

由此发挥出使万物生成发展，生命不断繁衍的作用。这即是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周易系辞上传》第５章）所说的法则，也是 《周易》中简易、变易、不易的真谛。所以

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周易系辞上传》第４章）《周易》对这种 “天地之

道”的描述及其运用就是：“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

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像之谓乾，效法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

之谓神。”（《周易系辞上传》第 ５章）由此可见，这种天地 （阴阳）之道，显现在它生育万物的

“仁”德中，隐藏在它使万物生长的作用中。它把生长万物的 “富有”作为 “大业”，把每天产生新的

变化叫做盛德，而这种变化也就是生生不息。［７］（２３４）

《周易》不仅阐明了创造生命的这种天人相通的本性，而且还描述了生命的周期或过程。如乾卦的

《卦辞》：“乾：元，亨，利，贞”，［８］（１）就显现了此类意蕴。“元”为始，为 “大”，既意味着生命的开

始，也象征着万物的生命力在春天萌发；“亨”即通，标示着生命的成长旺盛，抑或万物在夏天畅茂繁

荣；“利”是收缩，是生命的成熟，也代表着万物在秋天获得了成果；“贞”有正而固的含义，既指个

体生命的终结，也意味着万物在冬天收藏自身，有待新一轮的生机萌发。［９］这既言说了个体生命周期运

动的现象，又呈现了四季交替中万物生长变易的景观。与此相类似的描述，在 《说卦》中较为集中。

如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周易说
卦》第２章）这里以不同的方向 （方位）象征季节的变化，讲述了种子从萌芽、生长到成熟，以及又

将开始新的生长周期的过程，其中还透露出农业劳作的辛苦，收获的喜悦和对疲劳的休整等，把劳动

创造力融合到自然的生殖创造力中。

《周易》中有一幅清晰的宇宙 （时空）图像：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

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周易系辞上传》第６章）在这幅宇宙图景中，天地的广大运行，四时的变化，昼夜的交替等等，
所有这些，又都是阴阳的现象。阴阳之道在于生生不息，因此，宇宙万物无不是阴阳开显出的生命之

象。《周易》对这种阴阳创生万物的过程，也作出了天人合一的描述：“天地薩，万物化醇。男女构

精，万物化生。”（《周易系辞下传》第５章）八卦中诸卦，既象征着天、地、雷、风、火、山、泽等
等事物，又被视为乾父坤母所生育的儿女：“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

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

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周易说卦》第３章）［８］［６３０］在这
里，将天地创造万物与人自身的生产视为同类，并非是一种随意的类比，《周易》是 “群经之首”，在

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被人们尊崇为最神圣的经典，最权威的著作，它反映出的这种以人类自身

创造新生命的活动过程来开设宇宙生生不息的图景的意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普遍性，是人们致

思的基本路向或法则。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要

做到 “尽心”、“知性”、“知天”，又必须 “反身而诚”：“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

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尽心上》）很明显，这即是把人的生命所系的血缘关系作为 “尽心”、

“知性”、“知天”的前提了。汉儒董仲舒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汉书·董仲舒传》）也表达了这种

致思的特点。

在这幅由人自身的生产推演出来的宇宙生命图景中，由于男女社会地位不同，在母系氏族社会中

以女性为主导，父系氏族社会则尊崇男性，因此，天、乾、阳与地、坤、阴在创造万物中的地位也是

不一样的，由此形成了它们各自殊异的德性。《周易》产生的年代，已属父系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

从已是一条 “不易”的法则，《周易》是这样表达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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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像，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周易
系辞上传》第１章）正像男尊女卑的关系形成了古代血缘宗法社会的行为规范一样，天尊地卑也就确
定了宇宙万象的秩序，天地创造万物，就是在这种秩序中进行的：“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

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周易系
辞上传》第１章）乾、坤在创造生命的过程中地位和功能的差异，显示了它们的德行各具特点。乾的
德性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

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易·乾卦·彖传》）坤有

与此不同的德性：“至哉坤 ‘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

‘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 ‘利贞’。”（《周易·坤卦·彖传》）坤的这种柔而静，顺受天

道，包容万物，使其生长光大的德性，也成为君子必须具有的德行：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坤卦·像传》）此处进一步显现了 《周易》的致思路向：既从人自身生产的活动及其社会关

系中开显出宇宙的图景，又从这种图景中效法天地的德性，成为道德行为的根据。如朱熹所说：“天地

之间无往而非阴阳；一动一静，一语一默皆是阴阳之理。”（《朱子语类·读易纲领》）。《周易》的这种

致思路向，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在这种致思路向中，天道即人道，从人道开显出天道以后，

二者又相互确证。这样，在对象之中，就是在自我之中，顺应自然之法，就是顺应自我之性，遵循天

道，不是他律，而恰好是自律。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说，总是在这一思维框架中寻求合理性论证，

这一点，随后将有深入的讨论。由此，开显出了一种在自然状态中追寻自由的、与生命自然观相对应

的自由观。

三、人赞天地之化育的自由境界

在 《周易》生生不息的宇宙图景中，人的位置处于天地之间。“昔者圣人之作 《易》也，将以顺性

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 《易》

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 《易》六位而成章。”（《周易·说卦传》第１章）《周易》六十
四卦，每卦六爻，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分阴分阳，迭用柔刚，”那就是初、二爻为地之道，柔中有

刚；三、四爻为人之道，“义”刚 “仁”柔；五、上爻为天之道，刚中有柔，各有一阴阳。［７］［２７２］乾道为

父，坤道为母，父母所生之子为人道，秉承了父母的诸种特征。荀子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

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荀子王制》）
这即是从人自身的生产中开显出天地人的图景，又将这种图景作为人效法天地、顺应自然来寻求自由

的依据。正所谓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

福，不能者败以取祸。”（《左传·成公十三年》）这里说的民生于天地中而得到的 “动作礼义威仪之

则”，其实就是上述合刚柔为一体的人道。人道因中和了天地两端的特性，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中庸之

道，［１０］（３９－４５）这种看法是贴切的。所以，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

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儒学将中庸作为一种根本的原则加予奉行，之所

以如此，皆是以上述天人合一的图景为依据的，不懂得这一点，即便愿意奉行这个原则，也是盲目的

行为。孔子对中庸有一个形象的描述：“叩其两端而竭之。”（《论语·子罕》）这也就是 “执其两端，

用其中于民”（《中庸》）的含义。两端即天地 （阴阳）之道，“用其中于民”，即用人道———仁义教化

人民。这些都与 《周易》所述的天地人或 “三才”的机理相一致。所以，《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

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但是，要怎样才能把握这种天命 （自然）的本性呢？答案是必须达到 “至诚”的境界：“唯天下至

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

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达到 “至诚”境界的人，就能够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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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自然本性，了解人的本性，进而把握万物的本性，这样，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达到天、地、人

三位一体的境界。可见， “诚”即为人与天在创造生命方面的共性，这种共性又显现为人道 （中

庸）———仁义。所以，“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中庸》）孟子也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

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

上》）

由此可以得出几点结论：一是 “诚”这一范畴，揭示了 《周易》 “三才”中 “人道”———仁义

（中庸）的本体论特征。因为 “人道”中和了天地 （乾坤）之德性，循 “人道”就是行 “天道”，“人

道”因而成为合乾坤 （阴阳）之二生成的 “三”者，由它又将意义赋予天地万物，使 “天道”人伦

化，于是，就使人与 “天地参”了。这正所谓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

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周易·说卦》第１章）黑格尔在 《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讨论过

《尚书洪范》。洪范九畴 （九条大法）中第五条叫 “皇极”（伟大的极），其辞为：“无偏无颇，遵王

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

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洪范》将 “王道”美誉为 “皇极”，取中而高之意。“《诗

经》屡叹 ‘昊天罔极’，《周礼》恒言 ‘以为民极’，都是取其中正、崇高和准则的意思。”［１０］（４）此皇极

（王道）和准则等，与 《周易》中 “三才”之人道 （仁义）是一致的，牟宗三也认为这个皇极包括在

人道之中，天地有人参加进去才变得有秩序了。［１１］也就是说，天地交感、阴阳参和等，都是在这种 “人

道”中绽现或开显出来的；“人道”显阴阳参和，化生万物，这即是存在由 “在世”开显的道理。二是

在这种天人合一的图景中，人们无论遵循天地之道 （自然之性），还是遵循人道 （仁义），都是符合自

身的本性的，因而，顺应自然之性就是自由的状态。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

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所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 （Ｌｉｂｅｒａ）。”［１２］黑格尔在其学说中对自由的理解

也遵循着斯宾诺莎的这一思路，认为主体即实体，绝对精神在对象之中，也就是在自我之中；它以自

身为根据，自我扬弃、自我发展的活动，也就是理性自由。但是，由于黑格尔不了解 《周易》中所描

绘的天人合一图景的内在机理，囿于现代性中天人相分 （主 －客结构）的致思路向，因而误认为中国
古代思想中没有普遍的自由意识。其实，《周易》所张扬的自由观，与黑格尔的理性自由理念，在其以

自性为根据而自我活动这一根本点上是相契合的。三是通过 《周易》这种天、地、人 “三才”的内在

机理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生命自然观中，不必要从超越现实生活的维度里去寻求人

生及宇宙万物存在的依据。所以，中国古代的人们并不需要去创造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宗教世界。正如

钱穆所说：“西方人常把 ‘天命’与 ‘人生’划分为二……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为他

们评价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 ‘天命’与 ‘人生’同归一贯，并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

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１３］与此相关，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由的诉求，也主

要寓于实践理性中，而且不会去找寻一种超验的维度。

如前所述，《周易》认为天地永恒地创生，万物因时改变，在这种不停地变易的情况下，要始终把

握住合天地之德性的人道 （中庸）———仁义，就必须做到时中。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弼认为：

“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王弼：《周易略例》）清代学者惠栋也说：“易道深，一言以

蔽之，曰时中。孔子作彖传，言时者二十四卦，言中者三十五卦；象传言时者六卦，言中者三十八卦

……知时中之义，则易思过半矣。”［１４］这种时中，就是在六十四卦表示的六十四 “时”里，也即伴随卦

义而存在的 “特定背景”这种 “卦时”里，始终能把握中道———中庸。六十四卦每卦六爻的变化，象

征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或时期，这也包含在 “时”的含义中。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中庸》）也就是说，“中”不是固定的，是按着时间等条件而有变动的；“时中”就是合乎时宜的

“中”。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这里所说的 “时”，就是 “时中”。［１５］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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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下传》也强调了 《易》的这种特征：“《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识物

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

备。”（《周易·系辞下传》第９章）也就是说，《周易》以卦本体的不同，以及每卦中六爻的刚柔变
化，表示不同的事物或事物的变化这种 “时”；必须根据爻的变化，区分事物的德性，辨别是非，才能

把握 “中”。《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初、三、五为奇、为阳，二、四、上为偶，为阴。凡阳爻

居阳位，阴爻居阴位，都是 “当位”或 “得位”。“当位”之爻，象征事物发展遵循 “正道”，否则即

违逆正道。同时，六十四卦的卦体由八卦分别重叠而成，下卦为内卦，上卦为外卦；内卦的二和外卦

的五，《周易》即称其为 “中”，象征事物守持中道，行为不偏不倚。阳爻居中位，是 “刚中”之德；

阴爻居中位，属 “柔中”之德。若阴爻居二位，阳爻居五位，则是 “中”且 “正”，是最为美或善的

象征。［８］（４３） 《系辞下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

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

不当，故吉凶生焉。”（《周易·系辞下传》第１０章）不过，爻 “当位”与否，也并非诸爻吉凶利弊的

绝对标准，由于各卦各爻在复杂条件的影响下，有不同的变化态势，因而，得正 （中）之爻，有向不

正 （中）转化的可能，反之亦然。如泰卦，下卦三阳，上卦三阴，阴阳爻皆未得其 “中”，而且乾

（天）在下卦，坤 （地）在上卦，好像失当，但因天轻而将升，地重而将降，这是将有天地相交、阴阳

沟通的安泰现象。所以，卦辞说：“《泰》：小往大来，吉，享。”《彖传》对此的解释是：“‘《泰》，小

往大来。吉，享。’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

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人应该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这种态势，顺应乎天地自然的规律，正

确地选择自己的行为，“赞天地之化育”，从而正确地把握人道，趋吉避凶，实现自我的道德理想，达

到 “与天地参”的自由境界。

上述通过 “时中”来把握的 “人道”，并非是一种纯观念的东西。《周易》认为，“人道”贯穿于

人的德行中，知行合一，以行验知；二者的关系就如 “道”、“器”不能分离：“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周易·系辞上

传》第１２章）这里所说的 “形而上”之道，从表面上来看，即为有形状的器物之上的、看不见形体的

道理之类的东西。联系起该章上下文的意思来理解，这种 “道”、 “器”关系，也即 “意”与 “言”、

“意”与 “象”、《易》的生生不息之义理与乾坤 （天地）的关系，但若循 《周易》的致思路向来看，

这种 “道”、“器”关系内蕴的意向，和乾与坤、阴与阳、天与地、男与女之间的关系所表达的意向是

一致的，这种意向也就是从人自身生产的活动那里形成的、以创造生命的视角巡视万物的意识现象：

“圣人于 《乾》卦，称乾为精。精者，言其至真而无形。其动也至健，而不可见其造作之迹。……坤有

实质，而凝成万物。”“乾主变，以导坤成物。坤承乾起化，凝成万物”。［１６］所以，“化而裁之谓变”，即

言乾 （阳）与 坤 （阴）或 “道”与 “器”相 互 作 用，导 致 事 物 交 感 化 育 而 互 为 裁 节 叫 作

“变”。［８］（５６４、５６６）变易的基本意蕴，即天化地育而万物生长，还是归入阴阳交感的理路。因此，道器关系

应为阴阳关系演化而来。

道器关系与阴阳关系在致思路向上的一致性，就规定了对 “人道”的把握是知行合一的，认识不

能脱离生活世界的实践，否则就失去了创造 （生命）的功能。这也就是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道理。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周易·系辞上传》第１２章）要明察 《周易》卦爻中的神奇

奥秘，也即把握中和在人道里的天地之德性，就必须在德行中运用，取信于人，获得成功，而不仅是

在言语中加予掌握。这种体现在知行问题上的道器关系，置根于阴阳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实践

理性或实用理性的渊薮。这种实践理性不会仅从思想或精神中追求自由，而是通过德行修养达到至圣

的境界，从而 “与天地参”。另一方面，这种道器关系，也概括了 《周易》寓意于象，寓法 （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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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法象思维方式；“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周易·系辞上传》第１２章）这种法象思
维充分展示在象形文字中，塑造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特点。如 “文以载道”，美学上的言志说和意境

理论等等，都表现着这种特点。黑格尔在研究 《易经》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思维特点：“从那第一

个符号 （乾卦———笔者注）的意义里，我们即可以看出，从抽象过渡到物质是如何的迅速。这充分表

现在那些三个一组的卦里，这已经进到完全感性的东西了。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想到把抽象的东西放在

这样接近感性的对象里。……这是从最抽象的范畴一下就过渡到最感性的范畴。”［３］（１２２－１２３）这种寓抽象

的法则于具体形象之中的法象思维，在逻辑上以类比推理占主导地位，它作为特殊的文化基因，和农

业经济基础上认同自然的血缘关系共同体一道，使以生命自然观为范型的 “天人合一”观念世代相传。

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虽然也有 “天人相分”的观念绵延其中，如唐代刘禹锡在 《思问录》中

说：“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

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曰：天与人交相胜耳。”但这类 “天人相分”的观念，并未能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主流，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不曾产生出脱离生活世界的抽象的理念世界；中国古代社

会的人们对自由的追寻，走的是与西方不同的途径：古希腊的自由民是在对宇宙合乎理性的结构作理

性的把握中确证其自由的社会身份；近代西方社会在天人二分的框架里，力图通过主体认识和支配客

体来获取自由；中国古代社会的人们却在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中回归人的自然之根处，从而步入自由

的境界。

四、人自身生产的普照之光与古代自由观

《易经》作为群经之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周易》构建的天人合一的生命自然观，在中国

数千年的古代文明中渐次成为主流文化；人们根据生存境遇和生存关注的变化，对其采取不同的形式

加予表现，使之得到恒久的继承和发展，成为在反映人类自然经济社会的特点方面最具典型性的精神

现象。

人类社会生活的延续和发展，依赖于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精神生产，至今为止，

前两种生产分别在历史上对社会生活产生过决定作用。“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

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

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１７］这两种生产，各自都立即

表现为双重关系，即一方面是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它们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上，

对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均衡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物质资料的生产能力和水平低下，

社会生活的延续和改善，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数量，因此，人自身的生产以及由此形成的人

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支配的作用，人类处于 “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发展形

态中。［１８］恩格斯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的制约：一

方面受劳动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

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１９］（２）在这种社会状态下，

人们的生存关注聚焦于主要根据人自身的生产形成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 （母系制或父系制），生殖崇

拜和在此基础上性别角色的定位，转化为观察事物的特定角度，加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在那时

主要依靠自然力，从最早的采集和狩猎、动物的驯养、繁殖到作物的种植等等，都与动植物的生命活

动发生联系，劳动过程必须与对象的生命周期和大自然的节奏相吻合，正所谓浑然与天地合体，由此

产生出人与自然生命相通的意向，形成天人合一的观念──生命自然观，《周易》即是这种观念的系统
陈述。只要历史的发展未超越自然经济的状态，这种天人合一的生命自然观就能够不断地从生活世界

中得到确认，并随具体的生存境遇的改变而变换其理论表现形式。

人类的自由意识，根源于物质生产劳动的创造力，因而与人类相伴始终。“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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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２０］（５７）因此，“我的劳

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２０］（１８４）说劳动是人的本质，这种本质从根本上或原始性上，指的就是物质生产劳

动的创造性，该创造性作为对给定性的超越，正是自由的特征，是人类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

但是，物质生产劳动总是具体的，具有社会历史性，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它的社会功能并不完全

相同；它与人自身的生产及精神生产相互作用的机理也各具特点。马克思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

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

变着他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１９］（２４）如上所

述，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社会处于 “人的依赖关系”的发展形态中，人自身的生产在社会生活中占支

配地位，成为 “一种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的 “普照之光”，从物质生产劳动中开显出来的自由意识，

必定通过这种普照之光折射出来；人们追溯生命的自然之根，自由意识就投射在了自然状态的背景上。

中国古代社会绵延了数千年的超稳定的自然经济状态，使这一特点的表现极具典型性。在东、西方古

代的其他民族那里，由于种种社会条件和生存境遇的差异，其自然经济状态的纯粹程度较之中国古代

社会，皆有较大的距离，因而上述的那种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自由意识显现的特点，就未能表现得十分

清晰，但只要加以深入探究，其理路仍然可以辨析。

概言之，透视内蕴于 《周易》生命自然观中的中国古代人的自由意识，有助于把握人类自由意识

的存在方式，也即这种自由意识同样只有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境域中呈现出来。一方面，脱

离具体的表现形式，自由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另一方面，将某种具体的自由观念或定在自由的观

念形态视为人类仅有的自由意识现象，就消解了人类自由意识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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